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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改革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政策认知及其行为响应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李东轩 1,2，刘平养 1,2

（1.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上海 200433；2. 复旦大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现阶段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重大创新，其政策逻辑是通过农地产

权的细化和明晰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推动农业转型发展。但是三权分置能否改善人们对

土地产权的长期、安全、稳定的预期，改变经营主体的行为方式，依然有待实践的检验。以新型

经营主体对政策的认知为切入点，以三权分置实践较早的上海市青浦区为典型案例，在问卷调

查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基于“三权分置改革—主体认知—行为响应”的政策传导机制，应用结

构方程模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认知程度对其规模经营行为、长期投入行为和向环

境友好型农业转型等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政策的认知对其

三大类生产经营行为的转变均存在显著影响；并且认知程度越深，其实践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

可能性越大。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加强三权分置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力度，提升农业

从业者人力资本水平，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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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始终存在农户的家庭承包权与长期稳定的经营权之间的根本矛

盾，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1]。2013年以来，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

包权以及放活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改革思路逐渐明晰，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

视为支撑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重大制度创新，奠定了我国未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2]。

三权分置改革的整体思路是通过农地产权的细化（经营权独立）和明晰（所有权、

承包权和经营权权能明确），整体解决当前农地产权的不完整和不稳定问题，以推动农用

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3,4]。但是，其成效依然有待实践的检验。尤其

是在林地[5]、草地[6]等领域的改革实践中，土地产权的细化和明细并没有增强人们对产权

的长期稳定性的预期，依然导致了以短期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土地资源利用；一些地区

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但也存在村集体、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很难通过市场流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7]。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关于三权分置改革

的诸多研究主要聚焦从产权经济学、法学角度对“三权”权能及其内涵、关系的识别[8,9]，

或者三权分置引致的经济学效率的变化[10,11]，对这一问题尚未有深入、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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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三权分置改革的关键作用群体—农户的角度看，他们是耕地的直接使

用者，也是农业生产、经营等的主体和最基本的决策单位[12]。他们对三权分置改革的响

应情况，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而农户的行为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

们的政策认知[13]，因为人的认知对行为有着重要的中介和调节作用；认知强度越高，合

理的期望行为就越容易发生[14,15]。例如农户对退耕政策的认知程度决定其是否会应用水土

保持措施[16]；征地前后农民感知变化对其征地意愿也有显著的影响[17]。但是，从现有研

究看，“政策认知—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仍存在争议。主要问题在于，无论个体的行为

转变还是政策认知的测度都是难以观测、层次性强的变量，单一指标以及基于此之上的

传统线性回归模型、Logit模型等很难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导致难以区分究竟是政策

认知还是其他客观因素在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18]。

基于此，本文围绕三权分置改革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转变问题，按照“三权

分置改革→政策认知→行为响应”的分析逻辑，以三权分置改革实践较早的上海市青浦

区为典型案例，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

认知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其生产经营行为，以期为深化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农业转型发

展、推动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释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快速

发展，但是也导致了农地的细碎化和经营的小农化。这一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

速推进而日益严峻，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

碍。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相对收益率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加上投资回报周期长、土

地权属不稳定等因素，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小农普遍采取粗放型生产方式，表现为：以

农药、化肥等的滥用替代劳动投入；只进行短期投入，而不愿意进行基础设施升级、土

壤改良等长期投入；不愿意应用各种测土配方施肥等新型农业生产技术[21]。因此，三权

分置改革客观上要求改变农民对农业生产的传统认知，引导农民的转变生产方式，进而

推动土地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农业的整体转型。

在一些土地流转较早的地区，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效应已经初步显现。例如，在上

海郊区，三权分置改革以后，农村地区涌现出以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和农

业企业等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他们通过流入土地实现了经营规模的扩大，通过专

业化、集约化的经营提升了生产效率和农业效益，成为农村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转型升

级的主要力量[19-21]。但是，诸如此类的政策效应是地方政府强力推动的产物，还是新型农

业主体自发的行为转变，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根据理性行为理论，任何行为选择都与主体的心理变化和认知过程密切相关[22]。制

度变革直接影响到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反过来主体对制度变革的理解和认知水平会

影响到其行为响应，进而对制度变革的落实和成效产生影响。基于此，农户对三权分置改

革的理解和认知会直接影响到其对不同生产经营行为的选择，进而产生行为转变[23]。同

时，农户的资源禀赋不同，对三权分置改革的内涵认知也存在差异：转出土地的农户一

般对土地的处置权有较高的要求，因为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往往是获得地租收益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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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以农业生产经营为生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而言，土地经营权的稳定性更为重要，因为长

期稳定的土地经营权是进行回报更高、更可持续

的长期投资等行为的必要条件[24]。因此，在三权

分置改革中下，如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更好

地理解各种改革措施，则这种认知会“内化”为

其对土地产权安全稳定的感知，进而引发各种促

进农业转型升级的行为响应。如图1所示。

从三权分置改革和农业转型升级的角度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三类行为响应最为重要：

一是流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相关的行为。三权分置政策的本质是对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进行细化和明晰，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实现农业生产从

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向连片化、规模化生产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清晰的产权制度是保

障土地流转的必要前提，而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实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基础。如

果农户对产权改革缺乏理解和认知，土地流转也很难真正实现[25]。基于此，得到本文的第

一个假设：

假设（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认知程度决定其流入土地、扩

大经营规模相关的行为响应；政策认知程度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经营权的长

期安全、稳定的感知越强，越倾向于流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

二是购买设施设备、进行地力保护等长期投入行为。理论上，三权分置改革通过进

一步细化和明晰土地产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能增强其

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信心，从而刺激相应的基础设施、重大设备乃至新技术、新工艺等的

投入，以获取长期收益的最大化。但实际研究也发现，当农户对改革的认知不足时，对

政策的长期稳定缺乏信心，会影响其在跨期种植、新型技术等方面的投入[26]。基于此，

得到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认知对其短期投入行为向长期

投入为转变具有正向作用，从而促进小农经济向集约化、设施化和现代化农业发展。

三是降低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等相关行为。粗放式的

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农药、化肥等化学品

的滥用。诸多研究指出，农户的农药、化肥等的施用行为受到农业相对收益低、土地零

碎化、劳动力影子价格高等因素的影响[27,28]，而归根到底是农户对土地产权的长期稳定性

缺乏预期，导致了土地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29]。三权分置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土地经营

权的保障，客观上为回报更高但周期更长的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创造了条件[30]。而

农户的政策认知则决定了这种生产行为的转变会不会发生[31]。基于此，得到本文的第三

个假设：

假设（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认知对农户的生产行为从粗放

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具有正向作用，进而能够显著减少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

1.2 模型构建

无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认知，还是规模经营、长期投入、

图1 政策认知行为响应影响机制

Fig. 1 The mechanism of policy cognitive and

behavior response

952



4 期 李东轩 等：三权分置改革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认知及其行为响应

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等三类行为都具有多维度、难以直接测量的特点。因此本文引入结

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相对于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它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引入潜

变量，同时考虑及处理多个内生变量及同时分析变量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在参

数估计时允许存在测量误差[32]。因此广泛应用于系统耦合[33]、机理演化[34]等研究中。结构

方程模型由测量方程式（1）、式（2）和结构方程式（3）两部分组成：

X =Λxξ + δ （1）

Y =Λxη + ε （2）

η = Bη +Γξ + ζ （3）

式中：X和Y分别表示外源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ξ和η分别表示外源和内生潜

变量； ⋀x 和 ⋀y分别表示外源潜变量、内生潜变量与其对应可观测变量的关联系数矩

阵；δ和ε分别为测量模型的残差，表示测量模型中未被解释的部分；B和Γ分别表示内生

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矩阵以及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关系矩阵； ζ 为残差项，表

示结构模型中未被解释的部分[35]。

1.3 研究样本、变量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上海市青浦区作为典型案例。作为上海全球城市郊区，青浦区农地流转出

现较早、范围较大、影响深远。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投入大、收益却

极低；如果考虑家庭劳动投入的成本，普遍处于亏本状态。这导致早期的农地流转具有

明显的自发性和随意性。1999年二轮延包以后，随着政府一系列惠农助农的政策的推

行，农地资源的价值开始凸显；在政府规范合同、建立土地流转平台等一系列措施的干

预下，农地流转逐渐规范化。2014年，三权分置改革正式实施，青浦顺利完成土地确权

发证；得益于之前十余年的土地流转经验，土地资源很快向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

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为农村农业的转型发展奠定了

基础。

课题组在青浦区农业委员会的支持和协助下，于2017年7月至10月对青浦六镇（包

括青西朱家角、练塘、金泽三镇，青东华新、白鹤、赵巷等镇）进行了实地调研，主要

包括召开镇—村干部专题座谈会和面向老队长、普通村民的深度访谈。同时，面向8个

乡镇的农户发放问卷700份（其中青东5个乡镇400份、青西3个乡镇300份），回收问卷

588份。其中，324份来自流出土地而离开农业的普通农户：他们将土地流转给村集体，

进而退出了具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每年从村集体获得 1000~1600元/亩的租金收入。

264份来自流入土地且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或农业企

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此本文选择264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表1）作为分析样本，

研究在三权分置改革中，其对相关政策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其生产决

策。为确保问卷的真实有效性，课题组随机抽取了 10%的问卷（26份）进行电话核实。

结果26份问卷信息均无误。初步分析发现，264个新型经营主体的平均经营规模达到110

亩；家庭人均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占22%，在3万~8万元之间的占62.5%，8万元以上的

占15.5%。

在“三权分置改革—政策认知—行为响应”的传导机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

权分置改革的政策认知程度是核心解释变量。而政策认知是一个由浅入深、环环相扣的

过程；理论上，认知程度越深，响应改革的积极性越高，越有利于农业生产行为的转

变；反之，如果缺乏有效认知，那么目标群体可能更加倾向于延续当前的农业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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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此本文将政策认知程度由浅至深分为知晓、理解、自我判断三个层次，分别用问

卷调查中“是否知道三权分置改革”，是否正确理解三权分置的内涵（通过询问“三权分

置改革中可以流转的权利是哪个”表示），能否判断自身拥有的土地经营权（通过询问

“自身拥有的土地权利是否变大”表示）。

在被解释潜变量的观测变量的选取上，根据三权分置的政策目标，将农户与农业转

型发展相关的行为转变分为三类，分别是规模经营行为、长期投入行为以及环境友好型

农业行为。规模经营行为方面，选择是否扩大经营规模，亩均产量是否提高以及亩均投

入成本是否降低作为衡量指标；农业长期投入行为方面，参照应瑞瑶等[36]的研究，选择

是否进行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是否采用新型技术或管理方法以及增加农业机械投入作为

衡量指标；环境友好型农业行为则主要根据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效应，选择亩均化肥施

用强度是否降低、农药亩均施用强度是否降低以及除草剂亩均施用强度是否降低作为衡

量指标。

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农户的人力资本特征与社会资本特征对其行为转变也有很

大的影响。个体知识经验、能力素质的差异往往会直接影响其对不同生产经营行为的选

择[37]。而对于向来重视关系网络的乡村社会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选择文化程度、从事农业的时间以及

是否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作为人力资本特征的衡量指标，用是否本村人、是否在本村有

亲戚、是否担任过村干部作为社会资本特征的衡量指标。

各类型变量及其衡量指标的统计及分布描述见表2。

2 结果分析

2.1 模型适配度分析结果

经SPSS 23.0分析，所有数据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727。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数据

整体的KMO值为 0.739，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P值为 0.000）。用AMOS 24.0对数

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所有可观测变量的CR值的绝对值都满足临界值1.96。可以

认为观测变量数据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通过检验。利用AMOS 24.0软件，将数据代入模

型运行，经过去除不显著路径等修正措施后得到模型的拟合指数（表3）。可以看出除去

NFI指数外，各个指标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NFI也已经十分接近0.8，这表明模

型整体适配度良好，可以进一步考察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表1 样本生产经营及组织形式特征

Table 1 Sample production,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主体类型

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

农业合作社

农业企业

其他

100亩以下

频数

58

65

20

2

7

占比/%

69.9

62.5

33.9

28.6

63.6

100~200亩

频数

20

36

17

2

2

占比/%

24.1

34.6

28.8

28.6

18.2

200亩以上

频数

5

3

22

3

2

占比/%

6.0

2.9

37.3

42.9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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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结构方程模型运行结果

将政策认知、人力资本特征、社

会资本特征三个潜在自变量分别和规

模经营行为、长期投入行为以及环境

效应行为三个潜在因变量之间建立联

系得到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图 2）。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按照图 1路径

运行结构方程模型，运行结果见表 4

所示。

结构模型反映了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运行结果中可以看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政策认知对规模经营行为、长期投入行为以及环境效应行为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且路径系数均为正。这表明本文的假设1、2、3均通过了检验。人力资本特征同

样与规模经营行为、长期投入行为以及环境效应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社会资本特征则与

长期投入行为和规模经营行为显著相关。

标准化路径系数反映了观测变量或潜变量对对应潜变量的影响程度。可以看出，政

策认知对规模经营行为、长期投入行为以及环境效应行为影响的系数分别为 0.437、

0.649、0.433，均大于人力资本特征和社会资本特征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这表明政策认知

表3 模型适配度指标评价体系

Table 3 Evaluation of model adaptability index

整体模型适配指数

绝对配适度指数

相对配适度指数

具体指标

χ2 df

RMR

NFI

TLI

CFI

IFI

建议值

<3

<0.05

>0.8

>0.8

>0.8

>0.8

估计值

2.716

0.031

0.788

0.820

0.852

0.855

表2 变量统计及描述

Table 2 Variable statistics and description

变量类别

规模经营行为

长期投入行为

环境效应行为

政策认知

人力资本特征

社会资本特征

变量符号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变量含义

近三年来是否扩大经营规模

近三年来亩均产量是否提升

近三年来亩均投入成本是否降低

近三年是否使用新技术或管理方法

近三年来是否升级改造基础设施

近三年来农用机械投入是否增加

近三年亩均化肥施用强度是否降低

近三年亩均农药施用强度是否降低

近三年亩均除草剂施用强度是否

降低

是否知道三权分置改革

能够理解改革内涵

是否能够自身权利的判断

文化程度

从事农业的时间

是否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

是否本村人

是否在本村有亲戚

是否担任过村干部

测量方法

否=0；是=1

否=0；是=1

否=0；是=1

否=0；是=1

小学及以下=1；初中=

2；高中或中专=3；大专

及以上=4

5 年以下 =1； 5~10 年 =

2；10年以上=3

否=0；是=1

否=0；是=1

均值

0.2350

0.5230

0.4100

0.4550

0.2730

0.4850

0.3500

0.3900

0.3400

0.4200

0.6780

0.4020

2.1800

2.52

0.6210

0.7120

0.6400

0.3561

标准差

0.4247

0.5004

0.4920

0.4989

0.4462

0.5007

0.4790

0.4890

0.4750

0.4946

0.4681

0.4911

0.8440

0.7993

0.4860

0.4536

0.4810

0.4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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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最为显著。政策认知的三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依次增

大，这意味着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的深入，向规模经营、长期投

入、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转变的倾向也越大。在人力资本特征中，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文

化程度，其对人力资本特征的解释程度达到了80%。在社会资本特征中，一定的亲缘和

地缘关系相对于担任村干部对规模经营行为和长期投入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认知程度对

其规模经营行为、长期投入行为以及环境友好型农业行为都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随着

政策认知程度越深，行为转变也越明显。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均得到了验证。

模型分析结果也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对生产行为的转变也有显

著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能力素质、知识经验能够直接影响其从事规模经营、长期

投入和环境友好型生产等行为的意愿。数据表明，青浦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高中及

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29.7%，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有61.7%；而当地普通农民文化程

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只有 9.6%，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只有 47.2%。农户文化程度越高，

对相关农业技能的学习能力也越强，对规模经营、保护性耕作的认知水平越高，因此越

容易向农业转型升级行为转变[38,39]。

此外，社会资本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经营行为和长期投入行为也有着显著的

影响。这与我国农村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有关[40]。其中，一定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和投入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从实地调研情况看，许多非本地

图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Fig.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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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获取当地农村社区认同、建立沟通协商合作机制等方面还面临诸

多困难。这已经成为当前青浦区土地流转的综合交易成本的主体，也是进一步提升经营

权的长期安全稳定性的主要障碍。

表4 结构方程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结构模型

测量模型

变量关系

规模经营行为←政策认知

长期投入行为←政策认知

环境效应行为←政策认知

规模经营行为←人力资本特征

长期投入行为←人力资本特征

环境效应行为←人力资本特征

规模经营行为←社会资本特征

长期投入行为←社会资本特征

环境效应行为←社会资本特征

是否扩大经营规模←规模经营

行为

亩均产量是否提升←规模经营

行为

亩均投入成本是否降低←规模

经营行为

是否使用新技术或管理方法的

←长期投入行为

是否升级改造基础设施←长期

投入行为

农用机械投入是否增加←长期

投入行为

亩均化肥施用强度是否降低←
环境效应行为

亩均农药施用强度是否降低←
环境效应行为

亩均除草剂施用强度是否降低

←环境效应行为

是否知道政策←政策认知

能够流转的是否是经营权←政

策认知

经营户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
政策认知

文化程度←人力资本特征

从事农业时间←人力资本特征

农业技能←人力资本特征

是否本村人←社会资本特征

是否在本村有亲戚←社会资本

特征

是否担任过村干部←社会资本

特征

非标准化

路径系数

0.652

1.177

0.972

0.168

0.125

0.230

0.160

0.217

0.006

1

0.865

1.079

1

0.868

0.828

1

1.105

1.085

1

1.154

1.507

1

0.385

0.225

1

1.235

0.649

S.E.

0.225

0.396

0.263

0.084

0.061

0.066

0.066

0.075

0.076

0.153

0.186

0.117

0.129

0.059

0.058

0.304

0.519

0.205

0.078

0.141

0.092

C.R.

2.896

2.972

3.702

1.985

2.041

3.465

2.438

2.909

0.076

5.663

5.792

7.440

6.404

18.694

18.704

3.797

2.900

1.883

2.882

8.733

7.065

标准化

路径系数

0.437

0.649

0.433

0.432

0.265

0.394

0.236

0.212

0.005

0.800

0.890

0.458

0.633

0.535

0.433

0.904

0.913

0.654

0.355

0.433

0.631

0.800

0.340

0.312

0.766

0.890

0.470

P

***

***

***

**

**

***

**

**

0.940

***

***

***

***

***

***

***

***

**

***

***

***

检验结果

支持

支持

支持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注：***、**分别表示通过1%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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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认知为切入点，以三权分置实践较早的上海市青浦

区为典型案例，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基于“三权分置改革—主体认知—行

为响应”的政策传导机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改革

的认知程度对其从事规模经营行为、长期投入行为和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等的影响。结

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的认知对其生产经营行为转变均存在显著影响；

认知程度越深，其实践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人

力资本特征和社会资本特征也对三种行为有较大的影响。

“三权分置改革—政策认知—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表明，中国的土地产权改革中面

临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如何使目标群体形成长期稳定的产权预期。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

是土地产权的安全性、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影响；但安全不安全、完整不完整、稳定不稳

定并不是由政策、理论所决定的，而是农户依靠自身的认知和理解所决定的。例如，在

林地产权改革中，林农往往根据拥有的林地产权的交易难度判断获得权利的安全、稳定

性：如果林地无法有效流转或者交易成本过高，即使产权明晰，林农也很难产生长期稳

定的预期[41]。在草地产权改革中，即使政策确认了牧民的可交易的经营权，但是由于实

践中草地经营权的流转依然面临诸多限制，结果绝大部分牧民都对经营权的长期安全稳

定不报希望，反而加剧了草地资源的耗竭性利用[6]。

因此，三权分置改革要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依然需

要有与之配套的制度创新，以不断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长期安全稳定的经营权预

期，进而推动其农业生产行为的转变。青浦区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之所以推进较为顺

利，离不开其十余年应对土地流转的各种问题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青浦区是典型的先

流转、后确权的地区，早在二次延包之前已经出现了大量自发的土地流转行为。由此带

来的影响是：首先，无论是退出农业的小农户还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上对经营权

的流转已经十分熟悉，对流转之后的土地利用、收益成本分配也已经形成了一套规则，

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户对三权分置改革的认知水平以及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其次，在早

期的土地流转中，青浦区经历了流转不规范性、交易成本高、利益分配失当等诸多问题

的挑战。为此，市、区两级政府很早就着手建立规范和引导机制，包括建立区—镇两级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为村一级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同签订、政策咨询、纠纷调解

提供全面支持等方面，有效地增强了经营主体对于流入土地经营权的信心。最后，在三

权分置改革中，青浦区充分发挥了村集体的核心平台作用：土地先从普通农户流转到村

集体，再由村集体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模式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

中不再直接面对众多小农户，有效降低了经营权流转的谈判、协商的成本；村集体发挥

了信息平台、谈判协商平台和监督管理平台等关键作用，使程序规范、利益协商、矛盾

解决等成为可能，整体降低了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交易成本[7]。因此，越是熟悉三权分置政

策及其实践措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自己的经营权的安全、稳定的预期也越强，更

加能够根据上海全球城市的需求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包括扩大经营规模、升级改造农业

基础设施、向质量农业和服务农业转型等[42]。

因此，未来需要以降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综合交易成本为核心，进一步深化三权分

置改革，完善配套制度建设，以不断增强目标农户对土地经营权的长期安全、稳定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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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应努力构建、完善土地经营权的交易平台，解决流出主体、流入主体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整体降低谈判、协商和矛盾协调、纠纷解决等的成本，提高流转的规范性和权威

性。其次，从目标农户的认知和理解需求入手，加强三权分置改革的宣传和扩散，努力

使相关政策深入人心。无论是流出土地的小农户，还是流入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都明确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进而对新的土地产权体系产生长期安全、稳定的预期。

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流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还要着力

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为导向，吸

引更多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的城镇有志青年、返乡青年等加入到农村农业的转

型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队伍；并积极引导、鼓励他们的生产行为向

质量农业、服务农业和品牌农业等高附加值农业转型，以不断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和综合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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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policy cogni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entities on their
behavior changes in the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reform: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Qingpu

LI Dong-xuan1,2, LIU Ping-yang1,2

(1.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Center for Land and Resource Economics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is a major institution innovation of China's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argeted to promot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rough the

refinement and clarifi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f agricultural land, encouraging property rights

transfer and optimization, finally enhancing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However,

it remains untested whether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can improve farmers' long- term

expectations of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subsequently change their

behaviors.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policy reform-policy cognition-behavior change" and a

case study of Qingpu district, where the practice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transfers was started

early, the policy cognition and behavior changes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entities was studi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cognition on their

behavior changes to enlarging scales, enhancing long- term investment and shifting to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griculture. 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policy cognition is of positive

impacts on their behavior changes and subsequently contribut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the better cognition also leads to greater behavior changes. Thu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enhancing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the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Reform,

strengthening policy transparency and interpretation to farmers, improving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of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strong endogenous power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Keywords: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policy cognition; behavioral change; agricultural transfor-

mation and upgrading; new agricultural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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